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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67个海归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考察领导风格、创业导向、组织结构、团队异质性

四类变量交互形成的不同组态对海归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存在专业研发路径、研发职能路径、职能合作路

径、保守职能路径等 4条海归创业绩效产出关键路径；②高职能多样性是实现海归创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③教育多样性对海

归创业绩效不具有影响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创业绩效产出内部机制，为海归创业实践活动提供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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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增强及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回国发展已成为众多海外居留人员的优先选择。

据《2019年海归人才就业趋势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各类回国人数达 51.94万，同比增长 8%，创历史新高。

而 2020年新冠疫情在我国境内快速而有效的控制进一步凸显了体制优越性和发展稳定性，将进一步强化海

外高层次人才发展区位决策的本土化倾向，可以预见，海归人员的创业活动将更为活跃。但当前在现实层面

海归创业却因为运作经验缺乏、环境嵌入性差等原因仍存在较大障碍，“三三现象”（大约 1/3有所发展，1/3能
勉强维持，1/3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状态）未发生本质改变（周小虎和毕轲，2017），使海归创业对产业发展及技

术进步的正面效应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如何提高海归创业绩效并促进海归创业企业茁壮成长已经成为迫

在眉睫的重要现实问题。

现有创业研究围绕创业影响机制议题，从微观个体、团队及组织等层面开始初步探索。基于微观个体层

面的创业研究强调领导、员工的个人特质、能力、社会资本对创业成功的影响（徐占东等，2017；刘晓敏，2017；
刘畅等，2016）；从团队层面出发的创业研究认为团队关系、团队结构、团队能力等是影响企业创业的关键因

素（边舫和王江涛，2018；张春雨等，2018；焦姣和陈进，2019）；从组织层面出发的创业研究认为，创业成功取

决于组织学习、组织战略及组织环境（张文伟和赵文红，2017；陈文沛，2017；易朝晖，2012）。但随着创业环境

所呈现的高动态性、高复杂性及高模糊性逐渐显著，单纯的个体、团队、组织等单一层面对创业实践的指导效

用受到限制，相关研究开始转向整体视角。陈逢文等（2020）探讨了创业者个体学习与组织学习的交互作用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朱秀梅和王天东（2019）探讨了创业者幽默与团队心理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创业激情

的影响。然而梳理发现上述整体性研究发现大部分均围绕从个体层面与组织层面或个体层面与团队层面的

互动进行的，而对于团队层面与组织层面的互动研究仍较为罕见。事实上，创业团队作为组织创业活动的核

心主体，通过主导组织的框架构建、经营导向等战略决策成为组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对于海归

企业而言，作为决策核心存在的海归创业团队在技术知识、管理理念及国际化认知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苗琦等，2015；Bai et al，2017），对于创业企业的经营理念与管理实践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在

fsQCA组态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将团队层面与组织层面进行整合，从而揭示海归创业情境下团队与组织共同

影响海归创业价值的整体图景，并进一步挖掘创业绩效提升路径，以及不同路径背后的解释因素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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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海归创业活动对于推动高新技术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企业生产经营

全球化等效果显著，这使得海归创业活动逐渐成为政府和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议题。围绕“海归创业”这一焦

点，学者们分别从制度理论、资源理论、知识管理等视角诠释海归创业影响因素及其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在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上日益突出。尤其是对于通常基于某项新技术而

展开创业的海归企业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往往来源于自身对知识的管理及运用能力。因此本文将聚焦于知

识视角对海归创业企业的运作机理和发展机制展开阐述。

创业团队构成决定了团队知识结构和信息获取，影响团队活动的开展及最后的创业成功率（李书文，

2016）。相较于普通创业团队，海归创业团队通常是由异质性强的成员构成，能为创业企业提供并及时搜寻

多样化的知识（彭伟等，2018），从而提升创业成功率。但是较高异质性也会对团队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梅

强和徐胜男，2012），为了保证团队创业活动效率和效果，需要海归创业者充分发挥其领导才能，积极应对各

种复杂情况；另一方面，对于海归初创企业而言，团队运转、技术创新、资源获取等活动都离不开海归创业者

的带领。因此本文认为团队异质性、海归创业领导风格是团队层面影响海归创业绩效的两个重要因素。

此外，知识溢出创业理论认为创业成功不仅取决于知识的创造也取决于企业的吸收与利用能力（Qian
和 Acs，2011）。海归创业企业虽然知识覆盖面广，但是要想转化成生产力，必须充分吸收知识，研发新技术。

而组织结构决定了信息和知识在组织内的分布方式，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组织成员之间的沟通过程

及领导效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闫佳祺等，2018；Chen和 Huang，2007）。但其所起效应的程度主要取决于

与组织战略导向的匹配程度（黄金鑫和陆奇岸，2015）。具体而言，如果企业以注重产品及技术革新的探索性

战略为整体创业导向，则组织结构需要一定的扁平度，从而促进员工互动，学习并利用异质性知识，推动产品

和技术的创新；而如果企业以标准化制造和精益生产为战略导向，其组织结构往往会呈现为层级较为明显的

机械式。因此，本文将组织结构和创业导向共同作为组织层面的作用因素也纳入研究框架。

（一）领导风格
当前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将领导风格分为放任型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风格和交易型领导风格等

（Ouchi，1975；Cole 和 Bedeian，2007）。其中交易型领导是一种以任务为导向、互动的领导方式，强调赏罚即

时，充分理解下属的需求，并通过提供物质激励来激励下属努力工作。变革型领导是一种参与式领导，更多

偏向精神或内在的激励，激励下属把组织利益放在首位，并驱使其达到最佳自我状态，与下属间建立互相信

任的氛围。而放任型领导被视作是非战略性领导或是缺席性领导（Hinkin 和 Schriesheim，2008），与下属的工

作满意度、组织的情感承诺具有消极影响（Bučiūnienė 和 Škudienė，2008；Judge 和 Piccolo，2004；Yammarino
et al，1993），与本文所关注的创业绩效提升相悖。因此不纳入考量。

由于国内海归企业大多集中于对知识和技术依赖度高的高科技行业（侯佳薇等，2018）。因此积累丰富

的知识是影响海归创业成功的关键。而变革型领导鼓励团队成员学习新的知识并共享知识（宋君等，2020），

从而提高创业知识存量。其次，变革型领导具有较强的合作意识，可以使海归企业充分利用“双重网络”身份

获取海外先进技术知识及国内商业信息。另外，创业团队成员可能由于知识结构的过度差异而不愿互相交

流，而海归创业者可以通过采取交易型领导风格的方式设定业绩预期和明确奖励条件来规范个人行为，从而

促进团队知识共享。

（二）创业导向
创业导向可以理解成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的一种认知理解，反映了以长期增长与股东财富为最终目

标的资源分配优先次序（Hitt et al，1997）。Williams et al（2009）基于资源配置视角将其划分成两种不同的战

略模式：一种是利用企业内部专有技术来开发新业务，强调长期的专有技术发展及研究开发；另一种是利用

内部研发以外的投资机会（并购其他公司，投资合资企业，购买新设备使现有生产活动具有新的能力等）来寻

求新的增长机会。基于此本文将创业导向划分为产品研发导向和规模扩张导向。

Vanhonacker et al（2006）发现 80%的海归持有国内尚属空白的技术，这使得海归创业者在国内市场具有

明显的竞争优势。其次，技术作为企业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难以模仿性（王舒扬和高

旭东，2018），能够给海归企业创造长期收益。海归创业者可以凭借其在海外习得的先进技术知识与商业实

践经验，结合国内市场需求来进行产品研发活动，创造出自己的品牌，实现创业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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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企业试图利用我国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机会窗口，通过资本运作、战略联盟、并购、适当重组等方式来实

现快速规模扩张，提高市场份额或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产业链联动效应（杨林等，2016）。

（三）团队异质性
团队异质性是指团队成员在人口统计学特征、经验、价值观及重要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祝木伟，2011）。

相较于成员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异，团队的职能异质性与教育异质性和任务知识相关程度更高。因此本文重

点探讨这两种异质性对海归创业绩效的影响。

对于大多数处于高科技领域的海归创业企业而言，提高技术研发能力是其主要的战略目标，而较高的职能

多样性有利于弥补个体知识缺陷及知识整合，从而实现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过程（吴岩，2014）。其次，高科技

领域具有高难度、高风险特点（贺翔，2018）30，而教育多样性越高意味着团队知识结构越丰富，越能提高团队成

员的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孙凯和赵洋，2015），从而增强海归创业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但另一方面，过高的

职能多样性和教育多样性会导致知识异质性过高，使沟通成本上升从而抑制创业绩效（夏晗，2018）。

（四）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在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权力和责任结构，表现在决策制定、领导风格、沟通等方面，按形态划分

为机械式组织结构和有机式组织结构（Burns 和 Stalkers，1961；陈建勋等，2011）。机械式组织结构，具有高度

正规化、标准化和集权化的特点，在该组织结构中，权力集中在高层管理者，沟通遵循僵化的层级划分，通过

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实现企业的管理控制。各职能部门界限分

明，员工不能按照个人主观意愿选择合适的岗位。相比之下，

有机式组织结构更扁平、灵活，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由于层级

较少，权力被分散，沟通渠道更加开放和灵活。

海归创业的高难度、高风险特点决定了其知识结构更具复

杂性，从而影响了知识吸收与转化，尤其是隐形知识的吸收。

而在有机式组织中，部门界限模糊，员工可以通过面对面交流，

进一步促进缄默知识的转移和吸收；另外，有机式结构也更有

利于其研发活动的进行。但海归创业企业的新产品倾向也容

易引发批量化生产障碍（贺翔，2018）33，而机械式组织的标准化

规范能够有效稳定随机因素对制造体系的冲击效应，从而保障

生产的正常进行。

综上所述，海归创业企业绩效会受到团队和组织两个层面

因素的影响，其中团队层面由领导风格和团队异质性组成，组

织层面由组织结构和创业导向组成，具体框架如图 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QCA方法

突破了传统对称方法关于数据符合限制性假设的要求，不仅能够兼容创业现象不对称性及前因变量潜在相

互依赖性，而且还揭示了创业结果的多个等效路径。第二，QCA方法解决了传统对称定量方法为追求捕捉

所有案例共性而抑制案例间差异的问题，从而以更细致的角度来解释创业行为的复杂异质性（Douglas et al，
2020）。本文案例数为 67个，如果用传统实证方法进行分析，会出现由于样本数量太小导致结果失真的情

况。而 QCA方法由于自身算法关系，其结果稳健性只与样本代表性相关，而与数量无关，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外部效度的同时还可保留案例的独特性与深度。QCA方法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fsQCA）。相较于 csQCA，fsQCA在变量值的划分上更具合理性，故本文采用模糊集进行研究。

（二）数据收集
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调查样本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标准：一是由具有一年及以上海外学习或工作经

历的海归人员归国创建；二是公司成立年限不超过 8年（彭伟等，2017）。考虑到海归创业通常以一二线城市

为主，而杭州、上海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具有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创新创业资源丰富且海外人才聚集，所以

#���5�

6�	G

6�	G

6
�
	
G

6
�
	
G

L�M

44�M

N�O�

MN�
��N�

L�C�
�6���
67���

���

? ��
�
.


445�
���445�
���445�

图 1 海归创业绩效机制

104



林 虹等：海归创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组态与提升路径

本文主要通过走访上海、杭州两地的海归创业园开展当面调查，共面向两地 13家海归创业园 88家企业发放

并回收问卷 88份，其中无效问卷 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 76.14%。问卷均由海归创业者本人或公司创业团

队的其他核心成员完成。

（三）变量测度
本文主要采用领导风格、创业导向、组织结构、团队异质性和创业绩效 5个构念，将领导风格、创业导向、

组织结构、团队异质性作为条件变量，将创业绩效作为结果变量。为保证量表的信效度，变量测量参考已有

成熟量表。本文中所有量表采用 Liket-5评分法进行测量。变量具体测度方式见表 1。
表 1 变量测度

构念

领导风格
（0⁃1变量）

创业导向

团队异质性

组织结构

创业绩效

具体变量

变革型领导风格

交易性领导风格

产品研发

规模扩张

职能多样性

教育多样性

有机式组织结构

机械式组织结构

创业绩效

维度

理想化影响力、感召力

权变奖励、积极例外管理

反应速度、正式化程度、
部门互动整合

生存绩效、成长经营绩
效、创新绩效

测度方式

当变革型领导的平均分大于交易型领导风格的平均分时取值为 1，反之为
0。当两者平均分相等时，本文视做无效问卷处理

在原有量表上进行修改，以比较级形式来判断企业初创战略的倾向程度，
如“相较于扩建现有生产线规模，企业更加注重投入财力开发新产品”，得

分越大，越偏向与产品研发导向，得分越小越偏向于规模扩张导向

将职能分为生产研发、营销、一般管理和支持服务四类。采用 Teachman
系数计算职能多样性。多样性系数为 T =∑

i = 1

67
Pi ( lnPi )。其中 Pi代表第 i个

类别成员在团队中所占的比例。T越大，多样性水平越高

将创业团队成员背景分为本科以下、本科、硕士、博士四类，采用 Teachman
系数计算职能多样性。多样性系数为 T =∑

i = 1

67
Pi ( ln Pi )。其中 Pi代表第 i个

类别成员在团队中所占的比例。T越大，多样性水平越高

“贵公司对新产品及服务开发成果的反应速度快”…得分越小越偏向于机
械式组织结构，得分越大越偏向于有机式组织结构

“贵公司可持续经营的年时可达到 8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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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效度分析
本文借助 SPSS22.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见表 2。克朗巴赫系数均在 0.7以上，说明量表信

度可靠。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风格 KMO值为 0.73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2.13%，因子载荷

均在 0.6以上；交易型领导风格 KMO值为 0.77，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1.12%，因子载荷均在 0.6以上；创业导向

KMO值为 0.76，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5.62%，因子载荷均在 0.5以上；组织结构 KMO值为 0.71，累计方差贡献率

为 67.62%，因子载荷均在 0.7以上；创业绩效 KMO值为 0.83，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3.38%，因子载荷均在 0.5以
上，调查结果具备较高的信度。

表 2 信效度分析结果

构念

领导风格

创业导向

维度

变革型领导

交易型领导

产品研发

规模扩张

题项

LE1
LE2
LE3
LE4
LE5
LE6
LE7
LE8
LE9
LE10
LE11
LE12
EO1
EO2
EO3
EO4
EO5
EO6

负载

0.777
0.791
0.722
0.669
0.842
0.727
0.719
0.801
0.835
0.681
0.896
0.842
0.761
0.818
0.654
0.915
0.836
0.556

克朗巴赫系数

0.803

0.768

0.780

构念

组织结构

创业绩效

维度

反应速度

正式化程度

部门互动
整合

生存绩效

成长绩效

创新绩效

题项

OS1
OS2
OS3
OS4
OS5
OS6
OS7
OS8
OS9
OS10
EP1
EP2
EP3
EP4
EP5
EP6
EP7
EP8
EP9
EP10

负载

0.802
0.772
0.767
0.721
0.830
0.830
0.801
0.811
0.768
0.743
0.895
0.747
0.842
0.727
0.697
0.675
0.546
0.812
0.797
0.790

克朗巴赫系数

0.803

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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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变量的校准

模糊集校准是给予案例归属度，使其转化成集合（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校准后的变量值都转变为

0~1区间范围内的模糊值，即要求研究者根据理论知识、案例的实际情况或数据特点来确定完全隶属值、完

全不隶属值、中间值等锚点值。在本文中，领导风格

已经是 0⁃1变量，所以不需要校准。剩下的 5个变量都

按照主流的做法，以样本数据的 95%和 5%分位数为

基准分别设置成完全隶属值和完全不隶属值（Ragin，
2009；Lee 和 Chen，2018）。关于中间值的确定，本文参

考谭海波等（2019）的做法，在 Tosmana软件计算获得

的基础上并结合实际数据分布情况来最终确定。所

有变量的锚点值见表 3。
四、量化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必要条件分析结果见表 4。从表 4中可以看到只有高职能多样性的一致性值在 0.9以上，其余变量

的一致性值都低于 0.9，这说明高职能多样性是高创业绩效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其余为非必要条件，表明海归

创业是多要素互动的复杂过程，即需要领导风格、创业导向、组织结构、职能多样性、教育多样性联动互配才

能共同影响创业绩效。

（二）条件组态分析

进一步进行条件组态分析，根据 fsQCA3.0软件的

默认值，组态覆盖的样本数量值设定为 1，一致性门槛

值设定为 0.8。基于以上设置结果会得到 3种解：复杂

解、中间解及简约解。本文结果见表 5，是在简约解和

中间解的基础上绘制而来的。当前因条件同时出现

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则该条件为核心条件，如果前

因条件只出现在中间解而未出现在简约解中，则标记

该条件为边缘条件。

从表 5可知，领导风格、创业导向、组织结构、教育

多样性、职能多样性共同作用得到 6条海归创业企业

高绩效的路径，且每条路径一致性都在 0.7以上，说明

这 6条路径都是海归创业高绩效的充分条件。这 6条
路径整体一致性为 0.83，表明在所有满足这 6类条件

组态的海归创业绩效案例中，有 83%的海归企业达到

较高的绩效水平。整体覆盖度为 0.87，表明这 6类组

态能够解释 87%的高绩效海归创业企业。整体一致

性和覆盖度均大于 0.8的阈值，进一步表明这 6类组态

是实现海归创业高绩效的充分条件，此次实证分析

有效。

由于 QCA中存在重叠覆盖的情况，本文将进一步

对上述 6类组态按照简约解一致性逻辑，将中间解中

具 有 相 同 的 核 心 条 件 的 组 态 合 并 ，得 到 EO*OS，
EO*FD、OS*FD、~LE*FD 4个海归创业高绩效的高阶

构型，结果见表 6。从表 6可知，这 4个高阶构型一致

表 3 锚点的确定

变量名称

创业导向

组织结构

教育多样性

职能多样性

创业绩效

阈值

完全隶属值

4.000
4.000
1.270
1.380
4.530

中间值

3.000
3.380
0.680
0.810
3.100

完全不隶属值

2.000
2.000
0.000
0.680
2.410

表 4 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

前因条件

LE
~LE
EO
~EO
OS
~OS
ED
~ED
FD
~FD

结果变量

高创业绩效（EP）
一致性

0.849
0.151
0.814
0.397
0.747
0.497
0.812
0.406
0.901
0.234

覆盖度

0.644
0.655
0.821
0.713
0.859
0.730
0.797
0.768
0.727
0.757

注：LE表示变革型领导；~LE表示交易型领导；ED表示高教育多样
性；~ED表示低教育多样性；EO表示产品研发；~EO表示规模扩张；FD
表示高职能多样性；~FD表示低职能多样性；OS表示有机式组织结构；
~OS表示机械式组织结构。

表 5 高海归创业绩效路径

前因条件

LE
EO
OS
ED
FD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整体一致性

整体覆盖度

创业绩效（EP）
路径 1

●
●
U

0.916
0.337
0.016

0.832
0.870

路径 2
●

●

U

0.878
0.318
0.021

路径 3
●

●
U

0.858
0.305
0.002

路径 4

●

●

●
0.900
0.655
0.138

路径 5
●

●

●
0.880
0.594
0.085

路径 6
U

U

●

●
0.747
0.062
0.014

注：●表示条件存在，取值较高；U表示条件取值较低，●U表示“核
心条件”；●，U表示“边缘条件”；“空格”表示该条件对结果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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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均高于 0.9，且覆盖率都高于 0.7，表明这 4种构型

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从表 6可知，教育多样性在这

4个高阶构型中均未出现，表明教育多样性不是影响

海归创业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

（1）专业研发路径，对应 Ca构型（EO*OS）。在这

个构型中，核心条件有产品研发导向和有机式组织

结构两个因素。该构型表明产品研发导向和有机式

组织结构能有效提升海归创业绩效。虽然职能多样

性作为海归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产品研发导向和有机式组织结构的组合下其存在性显得微弱。海

外技术普遍拥有“起步早、积累多”等优势。因此海归创业企业可以结合其海外获取的前沿技术知识及商业

知识开展新产品研发活动，从而达到抢占市场先机，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其次，海归创业企业的研发活动

的成功率和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转化能力存在密切关联。有机式组织强调营造创新氛围浓厚且舒适的环

境，企业员工可以打破部门界限进行有效沟通，为信息及时传递和知识转移提供保障，使企业知识吸收能力

与转化能力进一步增强。另外，有机式组织结构可以帮助海归创业企业及时追踪海外先进技术知识，从而更

好地进行研发活动。

（2）研发职能路径，对应 Cb构型（EO*FD）。在这个构型中核心条件有产品研发导向和高职能多样性两

个因素。该构型表明新产品研发导向和高职能多样性能有效提升海归创业绩效。与专业研发路径相比，在

职能多样性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海归创业企业擅长创造和获取知识，但是只有将知识转化技术能力

并研发产品才能创造收益。其次，在实现技术和产品转化的过程中，由于海归创业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在国内

并不成熟，使其面临的产品研发风险高于普通创业企业。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新产品研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团队成员间的知识共享，尤其是具有研发和市场经验成员之间的紧密沟通和知识共享可以有效提

升新产品研发成功率（Barczak et al，2007）。再者，从产品研发周期来看海归创业企业“情境融入性差”使得

产品研发周期较为漫长，而有效的跨职能整合可以缩短产品研发时期及上市时期，提高产品线协作程度。

（3）职能合作路径，对应 Cc构型（OS*FD）。在这个构型中核心条件有机式组织结构和高职能多样性两

个因素。该构型表明有机式组织结构和高职能多样性能有效提升海归创业绩效。有研究发现 90%的海归

创业企业集中于高科技或其他知识密集行业（Wang 和 Bao，2015）。因此相较于普通企业，海归创业企业对

知识、技术的依赖度更高，而认知资源观认为，职能多样性越高，认知视角与能力则越为广泛，可以实现知识

与技能等多方面的共享。其次，在高科技领域中，市场环境与技术环境动态性强，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对于

海归创业企业而言，增强其对外界的响应能力尤为重要。而有机式组织灵活性强，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迅速

的调整。在有机式组织中进行跨职能合作时，组织内部无论是横向沟通还是纵向沟通都不受阻碍，在很大程

度上方便了海归创业企业重要战略方案的制定与执行，从而增强了其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响应能力。同时在

有机式组织中，各职能部门互动程度高，利于知识整合和转化。

（4）保守职能路径，对应 Cd构型（~LE*FD）。在这个构型中核心条件有交易型领导风格和高职能多样性

两个因素。该构型表明在职能多样性高的团队中，采取交易型领导风格会提升海归创业绩效。由于国内海

归企业大多处于市场和动态性较强的行业。因此海归企业需要不断获取新的商业知识、技术知识对产品做

出调整来满足市场及客户的需求（张枢盛和陈继祥，2014），而较高的职能多样性可以帮助海归海归创业企业

突破现有的知识结构搜寻新的相关知识，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对产品进行改造。但是团队成员可能会因为知

识结构的差异而不愿互动。依据社会分类理论，当个体将他人视为与自己不同时，会产生负面的认知、情感

和行为偏见（Tajfel，1982）。因此对于海归创业者而言，有效促进团队知识共享是产品改造的关键。而交易

型领导风格是一种注重权变报酬和例外管理的领导方式，海归创业者可以在设定奖罚机制的基础上促进团

队成员知识共享。

以上 4条路径如图 2所示。

表 6 海归创业绩效高阶构型

前因条件

LE
EO
OS
ED
FD

一致性

覆盖度

Ca

●
●

0.909
0.798

Cb

●

●
0.972
0.711

Cc

●

●
0.950
0.718

Cd
U

●
0.921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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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归创业绩效提升路径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目前我国正掀起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轮“海归潮”，海归创业正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自主创新的重要力

量。然而已有研究对影响海归创业绩效的核心条件及其交互机制并未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杭州、上海

两地的 67个海归创业企业为样本，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探讨了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不同因素对海归创

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提出了专业研发路径、研发职能路径、职能合作路径、保守职能路径等四种高绩效海归创

业路径。研究发现，领导风格、创业导向、创业团队特征、组织结构对海归创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具体的，

职能多样性是海归创业企业多样化、非冗余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也是海归创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突破知识

结构的必要保证；但是过高的职能多样性会造成知识结构过度差异而引起知识共享障碍。而交易型领导风

格可以有效促进团队知识共享；有机式组织结构是促进知识转移和吸收的组织基础，为企业生产经营并获得

卓越绩效提供了保障；新产品研发导向是企业维持可持续竞争能力的决定因素，与有机式组织结构协同作用

实现卓越的海归创业绩效，充分验证了战略匹配理论的观点；相对而言，在既定的领导风格、创业导向、组织

结构组合下，教育多样性的影响受到一定限制。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创业绩效相关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海归创业企业带来以下两点启示：第一，海归创业绩效管理的思维需要从局部优

化转向组态思维，即实现卓越的创业绩效的需要领导风格、团队异质性、创业导向、组织结构的合理组合，仅

靠某一方面的因素难以实现理想的创业绩效。第二，领导者应精心设计和创造适当的组织环境，以促进部门

互动和知识整合。具体而言，领导者需要培养创新和合作的氛围，避免过于集权化及正规化，增加员工舒适

感，从而更好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

（二）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应用 QCA方法提出了海归创业高绩效的 4条路径，但本文仍旧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在海归创

业绩效影响因素上，本文只是结合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提出了一些因素，但未将政策规制、经济走势等其他

层面的因素考虑在内。其次，本文并未规定某一行业的海归企业，造成研究结论可能在普适性上具有不确定

性，未来研究者可以就具体的某一个行业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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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turnees’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Based on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Lin Hong1，Lin Zhiming2，Chi Renyong3
（1. School of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2. Zhejiang Construction Equipment Installation Co.，Ltd.，Hangzhou 310000，China；

3. China Institute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Taking 67 overseas returnee entrepreneurial companies as a sample，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sQCA）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four types of variables：leadership
styl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eam heterogene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returnee
entrepreneurial companies.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Firstly，there are four key paths for returnees’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utput：professional R&D path，R&D function path，functional cooperation path，and conservative function path. Secondly，high
functional divers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high performance in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Finally，educational diversity
is important to returnees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has no influence. Based on this conclusion，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output is enriched，and it can als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ctivities.
Keywords：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promotion path；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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